
被忽略的创新和贡献（代序）

祝 瑞 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在当今世界和

其他文化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并存，在东亚形成一个

文化圈，具有重要的影响。

世界人民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海外炎黄子孙珍惜、爱护祖先

的文化，但是，在我们中间却有一部分人不怎么重视她，有的甚

至还鄙视、厌弃她。这是一个奇异而又可悲的现象。

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反

动，导致国困民穷。有些人把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归

之于民族传统文化，这是一种命定论，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

实际的。当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显示中国

创造的灿烂文化的存在并不妨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在

和西方文化的结合中，华夏文化表现出生命力，并在促进现代

化中具有积极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反对传统，首当其冲。五

四“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在当时有振聋发聩、冲决罗网的启

迪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不免偏颇。

经过十多年来的“拨乱反正”，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作历

史、科学的分析逐步被人们认同，但是对于所谓封建社会下行阶



面海外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对宋明哲学

段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乃至陆王心学似乎研究、探讨还不够，

分歧也多。一方面在大陆客观、公正的评价还有待深入；另一方

理学又有自己的解

释。究竟怎样认识宋明哲学 理学，这是一个重大课题。

在我看来，理学继承、发扬了我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儒

家、道家等，把我国古代哲学和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它突破

了汉唐以来拘守经、注的格局，“疑经破注”，开创了一代新的学

风；反对了五代以来士人的道德败坏和佛、道的弃家出世的颓

风；反对了少数民族的入侵及其落后习俗的干扰；对当时和后来

的学术、文化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进一步影响

日本、朝鲜等地区，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对

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具体说来，其学术思想的突出成就

和贡献如下：

现实世界实现“真”、

一、对原始儒家的面向现实人生、求真务实和自强不息、积

极进取的精神，作了新的哲学论证，为儒家思想奠定了比较系统

和有较高思辨水平的哲学理论基础。这也就是所谓性命、义理之

学。它是在批判佛、道的“虚无寂灭”的世界观中形成、发展起来

的。从表面、形式看，它谈论的是心、性、命、气、理、太极等等问

题，较为抽象，是“虚”；但其实际内容却是求真务实，积极入世，

是“实”。在本体论和人生观上，和“虚”、“幻”的唯心主义哲学、神

学相反，主张“实有”，并力求在此岸

“诚”实际的“实学”（参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一、《朱文公文集》卷

四十六、《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等）。

在宋代有与理学相左的永嘉、永康的事功之学，明清之际则

又有一批思想家针砭理学末流空谈心性、义理之弊，倡导经世致

用的“实学”。这有其积极内容和社会意义。但若据此认为理学

“性命之学”“空疏不实”，却是忽略乃至否定了理学的时代特



然与物同体。”

求。如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

色和精神实质。理学是反对佛、道“虚”“无”的一种求实的哲学。

同时后两者也并非和所有理学家如“气”本论等都有世界观上的

“虚”“实”争论。他们所谓“虚实”的争论围绕并集中在“经世致

用”的“实事”、“实功”上，这是又一个层次和方面的问题。因此，

笼统用“虚”、“实”来区分后两者和理学，缺乏对理学的时代的客

观的分析，同时也不准确、全面。

理学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辩证思想，特别是发展了《易传》的

“太极”的观念，深刻阐述了有无、始终、生死、阴阳、动静等等问

题，丰富、提高了我国朴素辩证思维水平。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把

《易传》的“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思想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

为之”的奋进精神结合起来，为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奠定了哲

学基础。这对塑造中华的民族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我们

民族在困境、逆境中坚持不懈、顽强奋进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

柱。这是一个重大贡献。

二、理学对传统儒家的“仁”“礼”等思想注入了新的思想内

容，作出了顺应他们时代的一些新解释。理学家在阐述“仁”“礼”

等思想时，表现出“泛爱”的理论色彩和“齐”“平”“公”的思想要

乾称篇 “仁者，浑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

朱子语类》卷六）强调“平物我”

义理》），“齐上下”

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

经学理窟 河南程氏遗书》卷三）等。要

郊祭》），把庶民当作“子求改变过去“子孙畜万民”（《春秋繁露

甚至“同体”的孙”“臣畜”对待的传统，而把庶民提高到“同胞”

地位，主张新的社会“公平”和合“理”。这适应了唐代中晚期以

来门阀品级制的瓦解，部曲佃客制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礼

下庶人”的社会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城镇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后市

井人民的一些思想意识，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海外学者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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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及其权威，动摇了庄严、神圣的大典、

学称为

应

新儒学。理学之所以为“新”，除了

上述提供了系统的哲学世界观外，对“仁”“礼”等思想作了

他们时代的一些新的解释。这应是一个重要方面。

河南程

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把上述先进思想集中概括为“理”

或“天理”，并以之解说了“礼”。二程说：“礼即是理也。”

朱子四书或问》、《论语氏遗书》卷十五）朱熹说：“礼者，理也。”

论语集注》卷六、或问》卷十二）又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也。”

“平”，合“理”、

《颜渊》第十二）这些思想一方面固然为维护封建社会的尊卑、

等级统治秩序和为维护这种统治秩序的“礼”提供了新的论证和

思辨的哲学依据，这有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表达

了“庶民”在社会的变动和当时的礼制中要求“齐

“公”正对待的愿望和主张。这顺应了“礼下庶人”的时代趋势，

有其时代的意义和进步的内容。历来都批判程、朱的“理”维护

封建纲常的消极、反动的一面，而很少看到并正确评价其顺应、

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面，是不符合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实

际的。

同样，在此要一并指出：在理学的思想体系里，“天者，理也”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和否定“天命”的思想，批判了周秦以

来传统的人格神

郊祭之礼顶礼膜拜的偶像，反映了“庶民”反对封建皇权和特权

的桎梏，要求发展自己、推动社会前进的愿望和主张。但是，“礼

者，理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的思想又为服务于封建礼制，

尊崇、礼拜“天”“鬼”的郊社、宗庙和其他祭祀的礼仪制度进行粉

饰。这里，表现出“理”的哲学思想及其维护的社会、政治秩序矛

盾而又统一的复杂性。

讲礼仪的思想风尚，注重道德情操和三、发扬传统重人

理想人格的培养。这对华夏民族特性的形成和社会文明的进展



论语命”

起了积极的作用。

理学家对统治者推行的科举制度一般都持批判态度，反对

士人“寡鲜廉耻”、“追逐利禄”的卑鄙行径；倡导“气节”，倡导“孔

颜乐处”、“圣贤气象”和对“天人合一”思想境界的追求，有同统

治者抗争，保持士人独立人格的积极意义。宋元明时期，在朝政

腐败、社会黑暗的情况下，激励士人起来议论朝政，反对腐败，改

革社会，在宋明易代，民族危亡之际，塑造了一大批爱国志士，

造就了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具有崇高气节的民族英雄。这是

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理学家宣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河南程氏遗书》卷五）人伦关系有其时代的烙印、阶级的局限。

宋代理学家倡导封建人伦，维护了封建社会尊卑、等级统治的秩

序，但仍有其积极意义。在当时它不仅反对了佛、道的弃家出世

的社会风气，更为重要的，在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情况下，具有

激励中原人民“爱国爱家”，团结一致，抗击外侮的积极作用；同

时也抵制、削弱了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带来的父系家长制的落后

习俗，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这有其历史功绩和重要的文化

意义。

四、继承、发展了传统的无神论和人文思想，批判佛、道的宗

教迷信，否定传统的“天命”，重视发挥“人”的作用，对净化社会，

塑造华夏族的理性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

孔子对人生虽然持务实的态度：“未知生，焉知死？”（《论语

雍也》）但是，他仍然“畏天

八季氏》），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

理学对宋代哲学短时期内几乎支配了朝野，成为“国教

魏晋南北朝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佛、道盛行，佛教一度在

佾》）。



程氏传 卷四《未周易

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以命哉？”

佛道的“轮迴转世”、“白日异天”的宗教迷信展开了批判；对于传

统的占卜迷信等，尽管还不能彻底抛弃，但也是借此阐发人间的

只是说一个理”义理 所谓“圣人作《易

理学批判佛教崇尚“天趣”、

这在一定程度上倡导了理性精神。

在“天人关系”上，宋代哲学

贬抑“人趣”和道家神游“天道”、嗤夷“人道”的思想，倡导“天人

憬并追求“人道”在现实世界

合一”，亦即“天道”和“人道”的统一，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憧

“人间世”的实现。对周秦以来

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天命”这一本土神学思想，宋代哲学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认为：“命者，理之用。”

理学也予以否定，强调：“命者所以辅义。一循于义，则何庸断之

朱

子语类》卷五）一切取决于“人”及其奉行的“义”“理”［注］。以孔子

为代表的原始儒家重视人道，少言天道，敬畏天命。宋代理学的

“天人合一”和否定“命”的思想，批判、改造和发展原始儒家的思

想。尽管他们所讲的“义”“理”有其局限，却进一步弘扬了人文

思想，把儒家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理学之所以成为时代思

潮，是所谓“新儒学”，这应是又一个突出而重要的方面。当然，在

封建时代，在社会生产力低下和社会、政治秩序桎梏的情况下，

人们奉行“义”“理”并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厄运时临，理学

家又陷入了命定论，倡言“乐天顺命”

济》）。这仍然承袭了儒家传统思想，表现出软弱、消极和悲剧性

的性格。

理学批判周秦以来的“天”“鬼”迷信，批判佛、道迷信，有力

地遏制了宗教迷信的发展。中国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出现“国

教”和神权统治一切，理学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理学家们囿于“神

道设教”，也限于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如认为人死后回归太空

之“气”仍能相感，对“鬼”的批判就有较大局限。他们仍然维护



化，创立了高水平的哲学

传统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等到后来，有些

理学家和儒生也容忍，甚至奉行佛、道对待“鬼”“神”的宗教仪

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助长传统的“天”“鬼”迷信继续在

民间流行。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是“儒教”，认为儒家的思想主张

也是一种宗教。即便如此，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形成单一的“神

权”高于并统治一切的所谓“国教”。儒家在维护这种宗教氛围中

强调人文的思想，也仍然和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发展有所区别，这

应是两者的不同。

五、宋明时期华夏文化前后面临外来两大文化系统，即印

度佛教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挑战。我国传统文化在和这两

大文化系统的碰撞、融合中，宋明思想文化，特别是宋代哲学、理

学一方面坚持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批判了佛教“虚无寂

灭”的哲学世界观；另一方面又吸收其思辨成果和“诸法平等”

“泛爱众生”的思想，以及佛教文化中美术、音乐、建筑等多方面

的优秀成果，发展了传统儒学的“仁爱”思想，丰富了本民族的文

新儒学、理学。当然，本土文化，包

括儒、道等家的“内省”哲学也和印度佛教文化的“冥悟”哲学相

结合，发展了我国哲学的“内向”性，过分强调所谓“心性”修养

的消极面，对后世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是其理论思维的深刻

教训。晚明思想家继承并发展我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注重“验证”

的传统，较大发展了我国古代科学的理论思维，并充实、丰富其

具体成果；同时注意吸收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为近代文明

加速破晓从一个方面进行了准备。

理学，走自

宋明哲学，特别是宋代哲学在外来印度佛教文化对社会，特

别是思想界仍然具有强劲影响的时候，能够基本上坚持发扬本

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摒弃外来文化的消极面，同时又能吸收借

鉴其积极因素，创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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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理学

己发展的道路。这里，闪烁着民族的智慧。诚然，理学在这方面

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和缺陷，但总的说来在对待外来文化上树立

了一个较好的榜样。这也是一个贡献。

理学是由平民学者和中下级官员逐步创立发展起来的。理

学家对科举制度多持批判态度，对“公卿贵族”“豪家上户”，对统

治者的骄奢淫逸和虐政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但是，他们并没有找

到改变封建政治，限制皇帝、贵族和官僚特权的有效方案，而是

陷入了道德主义的空洞说教。理学的有些思想，如“存天理，灭人

欲”，原先含有节制统治者骄奢淫逸的意图，但却成为统治者压

制、剥夺人民正当、合理需求的麻醉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

成了摧残妇女的精神枷锁。到了明清以及近代理学蜕变为官方

理学，逐步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维护宗法统治和封建礼教

的野蛮工具。这在理学体系中有其自身的内在的理论根据。统

治者利用并恶性发展其弱点、缺点和糟粕，削弱、阉割其中科

学和民主性的精华，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一些专制君主对此起

了尤为恶劣的反动的作用。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理学内部的

“心学”及其后学和官方统治哲学“理”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具

有解放思想、发展个性的积极作用。晚明以来一批启蒙思想家

对理学（包括心学）“空谈心性”的流弊，对于官方理学所维护的

封建专制主义和礼教展开了深刻的批判，这对后世产生了重要

的积极的影响。清末民初人们所奉行的儒教，既非孔子，也非完

全是程、朱等原来提倡的儒学，而是封建国家的一种统治思想，

统治者，特别是明清时期作了阉割，并利用、肿胀

其消极面的理学思想。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在很大程度上正

是反对了这种统治思想。这有其进步意义。但是，进而彻底否定

历史上的孔子、程、朱及其思想，这就值得探讨了。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



积弱积贫，受欺凌挨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

已经站起来了。近百年来从清算传统文化的积垢，进而怀疑、否

定整个传统文化的社会大气候也已经根本改观，我们正面临着

新的任务和挑战！

今天在实现现代化和经济腾飞中，我们需要借鉴、吸收外

来，特别是西方文化。但是我们更迫切需要自己民族的传统文

化。只有在科学总结、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

更好地嫁接、培育、吸收外来文化，“结合创新”，发展我国民族的

新文化。

一味模仿外来文化，轻视、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自己

文化特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没有出息的民族。

固步自封，不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丰富发展自己，这是注定

要失败的民族，至少也是愚蠢的民族。

世界文化是多样性的。在世界文化的百花苑中，每个民族

都以其瑰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为百花苑增添光彩和芬芳。世界文

化又有认同感和同一性，任何一个民族的独特的卓越的贡献都

将格外引人注目，在百花苑中独领风骚。在世界文化“争奇斗

艳”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的民族前进了，有的倒退了，有的消

失了，作为具有古老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应该努力争取为世界

文化的百花苑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炎黄子孙的

历史重任！

这本文集是在“宋明思想文化和华夏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

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会

科学学会联合会三个主办单位的领导积极支持了这次会议的召

开。我受大家委托负责筹备这次会议，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十四个协办单位，得到了学术界和社

会各界，海内外包括港、台地区许多朋友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得



到了德国的同行、朋友们和侨居德国的同胞们的热情慷慨的帮

助。在此，我谨向所有支持和赞助会议的单位、领导和个人表示

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谢谢大家！

知”，和程、朱用“义”“理”解说、否定“天命”，类似，接近。

引者）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同上）：把原来主宰一切的“天命”变换为人的“良

卷二十六），“命即是性”（《传习录下》《全书》卷三）；强调“我的灵明（指良知

大学问》《王文成公全书》之“良知”解说“天命”，认为“良知，是乃天命之性”

渊集》卷三十五）又说：“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同上）后来王守仁进一步用人

录下》《陆九及其“本心”的主宰作用 如说：“人须是力量宽洪，作主宰

陆九渊的“心学”保留了传统的“上帝”神，但他十分重视“人”，强调发挥“人”

注



宋代哲学的卓越“创新”

中印文化的碰撞、融合之果

祝 瑞 开

唐代中叶，特别是唐末以来，社会经济，特别是城镇商品经

济有了发展，封建制也有了进展：魏晋以来的门阀品级制逐步瓦

解，部曲佃客制在削弱，租佃制兴起，封建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

有了相对的削弱；同时，工、商、贩夫走卒等市井“细民”的扩大，

也在社会上逐步产生影响。社会的变化为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

了沃土。汉魏以来，佛、道的寺院经济在发展，佛教文化的广泛传

播对我国本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土和

异域印度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进一步推动着哲学、思想的前进。

这些都孕育、呼唤着新的哲学的产生。到了宋代，我国古代

哲学出现了又一个光辉的高峰。

性 命 之 学

是我国古代哲学的老问题。封建制和城镇商品性、命问

经济发展后出现的新情况要求人们对之进行新的探索。佛教般

若学关于世界不真、空的论述和奇谲多姿的“涅槃”佛性说推动

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到了宋代，性、命这一古老的哲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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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乾称篇》）但他批评佛家对

通书

题就成了哲学家们探讨的一个重点。

李文公文集》卷三《复性书》）这里，对诚的

唐代中叶，李翱继承并发展了《中庸》的“诚”的观念，把“诚”

说成是人性最完善的状态，对之作了本体性的论述。他说：“诚

者，圣人之性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复其性，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不

已则能归其源矣。”

说的影响，但又与之相对立。它不是佛家皈依

描述，“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等显

然受佛学“涅槃

“三宝

语默

，证得“寂灭”的“冥悟”，而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

，面向现实人生的“清明”状态。这是儒家在社会出现变化

和面对佛学“涅槃说”挑战的新形势下，对“人性”的新的探索。

宋代周敦颐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诚者，圣人之本。”

诚上》第一）“圣，诚而已矣。” 通书

正

诚下》第二）张

载对此作了发展。他说：“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

槃若学的“不真、空”和“涅

蒙·乾称篇》）“诚”，不仅是圣人独具的完美的品性，而且已成为

一般人天所赋与的本性。这就进一步阐述了儒家对人性论的思

想主张，用“诚”这一观念批评了佛教

易传

槃说”的“寂灭”的思想理论。所谓“不息，天命也”，强调人的使

命就在于不停止地前进，即所谓“自强不息” 乾》）者是。

、“物不迁”的观点针锋相对的。这样，显然，这是与佛学“寂灭

在性、命问题上，张载继承了前辈儒家的思想观点，第一次比较

明确、系统地作出了哲学概括和总结，对佛、道，特别是佛家的佛

性论乃至本体论进行了批驳。

载指出：儒家所谓的“诚”，就论述“道”这一根本而言，也张

、“实际”。他说：“释氏语实际，乃知道者

正蒙

就是佛家所谓的“真如

谓诚也，天德也。”

生为所作的“虚幻”“厌世”的解说。他说：“其语到实际，则以人



性进展。张载说：“诚则实也。” 张子语录

幻妄，以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荫浊，遂厌而不有，遗而弗存。”

（同上）这样，在他看来，佛家并不能真正理解所谓“实际”。他说：

“所谓实际，彼徒能语之而已，未始心解也。”（同上）张载在这里

表现了某种含混，把“诚”和佛家的“真际”等同起来，但他仍然明

确把“诚”解释成“天性”、“天德”，看成是一种属性、状态和作用，

这就仍然坚持了他的“气”的一元论。在张载乃至宋代其他哲学

家的思想体系里，“诚”表现出本体和属性、状态、功能等的某种

混合，这固然受到传统的《中庸》哲学的影响，但更直接的应是

佛、道，特别是佛家“涅槃说”及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导向。有些

学者把宋代哲学家的“诚”的观念径直看成“本体”，似忽略了其

间的区别。

宋代哲学家从张载开始对“诚”的观念进行了再解释，把

“诚”解释成“实”，或“真实”、“无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语录中》）“诚者虚

中求出实。”（同上）“人生固有天道。人之事在行，不行则无诚，

不诚则无物，故须行实事。惟圣人践形为实之至，得人之形，可

离非道也。”（同上）“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于虚中求

出实。”（同上）强调“人事在行”、“须行实事”，须“践形”，要从“虚

中求出实”。这和佛、道倡导“虚寂”、“无为”、“超脱形骸”是针

锋相对的，“诚”的反佛、道的意义是很明白的。

二程遗书》卷十三）明确揭

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持同样的观点。

程颢尖锐指出：“释氏无实。”

示了“实”与“不实”正是他们和佛家的分歧、对立所在。他对“诚”

解释说：“无妄，天性也。”（《程氏释言》卷二）

朱熹总结上述观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

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

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



“诚”本来只是

中庸》二十章。又参见《朱子语类》卷六也。”（《四书章句集注

十四）“诚”是“人事之当然”，又是“天理之本然”，对待人事一定

要“真实无妄”，岂能以人生为“虚无”“幻妄”？朱熹从“天道”、

“天理”上系统论证了对待人生的“诚”这一根本态度。

心态和伦理道德观念，经过宋代哲学家

的哲学论证，却成为反对佛、道的“虚无”“幻妄”的思想理论，成

为儒家对世界和人事的总的和根本的看法，表现了儒、佛、道三

家对待世界和人生的根本态度，是“真实”还是“幻妄”的对立，这

就使“诚”成为宋代哲学的一个核心，某种程度上具有世界观的

意义。“诚”的哲学的时代意义和积极意义亦在于此。

也，于是人物之生，固

二程和朱熹还进一步把性、命两者一致、统一起来。二程引

《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后，发挥

说：“心则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所主为心，实一道也。”（《程

氏粹言》卷二）又说：“其命在人则谓之性。”（同上）朱熹解释上引

《中庸》的那一段话，说：“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

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

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

优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有当行

之路，则是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

能无过之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而品节之，以为法

本于天而备于

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

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

四书章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不能自已矣。”

句集注 中庸》一章）强调天赋于人的自然本性就是要人成其“所

以为人”，行“其日用事物之间”、“当行之路”，圣人的教化就是

人按各自“所当行”，遵行此道。从“人”是“社会的人”这一本质

特征批判佛、道以人生为“虚无”“幻妄”、抛弃人伦五常的思想为



川文集

二程遗书》卷十一）穷

违反人之本性。张载的性命说：“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

分别批判佛家的虚幻厌世和寂灭无为：性、命两者是分立的。

程、朱则进一步把性、命乃至天、理等有机融合和统一起来。程

颐强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物也。”

天理，尽人性，也就是完成了天命之理和性。“性，即理也。”这

里，理（天）、性（诚）、命三者完全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更为精

致、系统的人性论，对佛、道展开了批判。

宋代哲学家比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天命论”。如程颢就

把至高无上的“天命”置于“道义”之下，主张“一循于义”，完全直

道而行，毋需听断于“命”。他说：“乐天知命者通上下之言也。

圣人乐天则不须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尔。‘不知命无

以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辅义。一循于义，则何庸断之以命

哉？” 二程遗书》卷十一）强调人的贤、不肖，国家的治乱都在

人为，在于“穷理尽性”，而毋需仰仗天命。他说：“人贤不肖，国

家治乱，不可以言命。”（《二程遗书》卷十一）这反映了封建门阀

品级制度崩溃和城镇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以后地主阶层、市井小

民的崛起和士人的新的觉醒，表现了他们蔑视“权威”，睥睨一切

的英雄豪迈气概和积极进取的高昂精神。宋代改革家王安石也

有相同的观点。他说：“苟命矣，则如世之人何？”

行述》卷六十七）二程和王安石尽管政治见解不一，却表现了同

样的反对“天命”的哲学观点。由此可以看出，这正是宋代哲学

家所共同具有的时代精神。

说作了某种修改。

汉以来思想家在人性论上多主“性三品”说，强调了君子、小

人，贤、不肖的森严的等级划分。这是为汉魏以来的门阀品级制

和部曲佃客制服务的。唐代李翱的“性善情恶”说认为“性无不

善”，人人都有善性，但“百姓”溺于情欲，所以为恶，主张“复其

性”（见《复性书》）。对“性三品



也。” 孟子集注

宋代哲学家在人性论上发展了这种思想。他们继承了传统

的“人为贵”的思想，强调人性皆同，都有善性。如张载认为人

都存有“天地之性”。他说：“刑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

地之性存焉。”（《正蒙

董仲舒传》载：

诚明》）“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

反而已。”（同上）这种“天地之性”就是从原始儒家“天地之性人

为贵”的思想脱胎而来，并建立在其上。《汉书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

物，然后知仁谊。⋯⋯谓之君子。”正是“人”才具有这种“天地

之性”，所以高于万物，成其为“人”，才能知仁谊，为君子。

程氏经说》

二程和朱熹称道“天命之性”。程颐说：“性与天道，一也。天

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

朱子语类》卷四），

卷八）又说：“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河南程

氏遗书》卷第十八）朱熹称之为“天命之性”

并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

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

告子章句上》卷十一）把“仁义礼智”这些后天

的属性说成人的天赋当然是错误的，但强调人因为具有这些社

会属性高于万物，却是有道理的。

宋代哲学家在人性论上强调了人高于万物进而阐说人性的

同和善，这些思想把封建社会各色人等的“本性”拉平、等同、划

一起来，并把它上升到“天命”“天道”和“理（天理）”的高度。这

在当时有削弱品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提高和维护“人”的地位

的积极意义。当然，“天道”“理”的强调也包含着强化封建纲常

统治的消极意义。

朱子语类》卷四）的观点出发，指出：朱熹从“人物性本同”

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源，固无人物贵贱之殊。”（同上）指出

贵贱不等的“人”的“本性”都出自一源，是相同的。历来认为“上



圣人”

下愚”、“圣人”“小人”这两类“人”存有天壤之别，根本不能、“

也无法进行比较，“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

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

：“上智”“下愚”同具“人形”，所以同具“人心”。又说：“虽圣序

心是。”

人不能无人心，如饥食渴饮之类；虽小人不能无道心，如恻隐之

朱子语类》卷七十八）这些话虽然很婉转含蓄，但在当

时确实已不免有亵渎“圣人”和为“小人”张目之嫌了。程、朱这

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特别是市井小民“齐上下”、

“一贵贱”的思想意识。程朱的“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以

其理而言之，⋯⋯固无人物贵贱之殊”和王守仁的“满街人都是

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良知之在人心，无间

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同上），两者一强调“理”，一强调

“心”，虽然不同，但强调“尧舜”“涂人”、“圣愚”的“齐”、“一”却

是息息相通，是一致的。这正是宋明时期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削

弱、城镇商品经济有了发展，市井小民崛起在思想上的反映。

宋代哲学并不能完全摆脱封建等级制和“三品”说的影响。

在论述人性同和善的同时，他们又分别从所谓“气质之性”，如张

载（见《正蒙 诚明

自幼而恶”

，或从所谓“气禀有异”，如程朱，论述了

“圣人”“小人”的差别，强调有“自幼而善”的“圣人”，“

论语或问》卷十六人有

的“小人”，有“长而见异物而迁，失其赤子之心”的“中人”（见《朱

文公文集》卷六十七，又《朱子四书或问

“四等”的论述）。这些思想是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所决定的。

和上述“人性论”相对应，宋代哲学家所主张的“仁爱”思想

表现出他们的时代特色，具有“泛爱”和某种“平等”的色彩，这是

在此以前的儒家尚未充分展开和没有的。原始儒家有“爱物”的

思想，是人对物爱惜、爱育之意，但并未上升到宋代“物吾与也”

“与物同体”的思想境界，后者更具有“齐”“平物我”和“泛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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